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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部剖析汉唐历史变迁的巨著

— 唐长孺著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》评介

罗 鸣

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教授的新作《魏晋南北朝 隋唐史三论 》 (以下简称《三论 》 )不久前由武

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(1 叨 2 年 12 月版 )
。

这是中国史学界期望已久的一件大事
。

自《三论 》数年前

列入国家
“

七五
”

社科重点课题后
,

就有人经常打听《三论 》何时问世
。

这不仅因为唐先生是国内

外知名史学大家
,

他发表的许多学术观点曾广为国内外学术界所肯定和称颂
,

而且还 因为 《三

论 》是唐长孺先生对 3 至 9 世纪中国历史作宏观考察的一部巨著
,

其学术价值 自然会更高
,

更

富启发性
,

因而也就更有吸引力
。

笔者因工作关系
,

有幸先睹《三论 》全书 33 万余言
,

上溯两探
,

下贯 隋唐
,

内容极为宏富
,

论证颇为详核
,

正可谓运深沉之思
,

发创新之见
,

使人不能不由衷感

到作者学术功力之深厚
、

历史眼光之广阔而深邃
、

治学之严谨和为探索真理之坚忍不拔 的精

神
。

首先简要评介本书基本学术观点
。

众所周知
,

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最为复杂而重大的理论
、

学术问题是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
、

南北朝历史发展的差异间题
、

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

转变的问题
,

与这些较大课题相关联的还有较多具体历史问题
,

这些问题或是 尚未有 人探讨
,

或是学术界对这些问题众说纷纭
。

各说均缺乏充分的说服力
,

致使许多间题成为中国古代史研

究中的悬案
。

唐长孺先生迎难而上
,

对这些历史悬案进行迄今为止堪称最为详尽和最为深入的

探讨
,

透过纷繁复杂
、

扑朔迷离的历史现象
,

洞察出中国古代史发展的线索和脉络
,

对中国封建

社会的形成和变化等获得了一系列规律性认识
。

唐先生认为
: “

东汉末年以至魏晋
,

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
,

这一变化表现了奴隶制社会开

始转变为封建社会
,

一个最明显的迹象就是客的卑微化与普遍化
。

两汉时代特别是西汉
,

奴隶

主是社会经济领域里最活跃的分子
。

手工业作坊主
、

种植园主和大商贾
,

大量使用奴隶和带有

奴隶性的雇佣进行劳动生产和商业活动
,

占有奴隶的数量是衡量其财富的尺度之一
。

东汉时

期
,

在流通领域 内活动的奴隶主已经少见
,

魏晋时期就更其罕见
。 ” “

汉代限奴
,

两晋限客
,

清楚

地说明两种不同的剥削形式
。 ”

(见 《三论 》第 4 75 一 4 76 页 )

《三论 》进一步指出
: “

魏晋时期另一个新事物是门阀制度的形成和九品官人法的确立
。

门

阀制度是封建等级制的特殊形式
,

其内容主要是区别士庶
,

同时也在士族 内部分别高卑
。

朝廷

通过九品中正制
,

… …保证了士族在政治上的特权
,

而所 以产生九品官人法
,

却又正与专制主

义集权的国家体制有关
。

… …九品官人法是为士族服务的门阀制度的主要环节
,

但它又是中央

选任官吏的权力重新收回
。 ”

((( 三论 》第 4 77 一 4 78 页 )

《三论 》还指 出
“

适应于封建社会初期门阀政治的思想是玄学
。

东汉时期
,

政治上推行以儒

家伦理道德为准绳的名教之治
,

学术上盛行章句烦琐并杂以谴讳的经学
。

东汉皇朝的衰亡
,

名

教之治引起怀疑
,

汉武 以来定于一尊的儒学开始动摇
,

名
、

法
、

道诸家竞起
,

各 自探求治国任官

之道
,

也即是如何统治人民和选择人才的是理论
。

三国时期
,

法家最受重视
,

魏晋之间
,

玄学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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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
。

玄学是一种本体论
,

探讨本末
、

体用之辨
,

作为政治哲学则是探讨道家倡导的 自然与儒家名

教的关系
,

玄学家们的主流是力图
`

以儒道一
’ ,

认为名教本于 自然
。

… …西晋以后
,

名教本于 自

然业 已成为定论
,

玄学便成为一直为人们讥议的所谓虚而不切实际的清论
”

(《三论 》第 4 78 一

47 9 页 )
。

《三论 》还列举了汉末的大庄园主及其大量家兵的变化
,

以及汉代至三国末期经济性

质的变化等
,

充分论证了汉末魏晋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形成阶段的基本特征
。

但作者也指出
,

这

一初期阶段
, “ 必然还保留大量前一时代的遗存

。

奴隶生产制在生产领域内仍然有一定的比重
,

… … 这种情况一直延伸到以后很长一段时期
,

但是它毕竟是残存的事物
,

比重越来越轻
,

终归

全部 消除
。

……在 中国
,

也许在全世界
,

奴隶制和封建制交替的绝对年代是不太明确的
,

因为奴

隶与封建依附者 “ 田客或农奴 )往往不明确
,

名称上也常常混淆
。

虽然不免含糊
,

但有一点是清

楚的
,

奴隶生产制终究作为残遗而归于消灭
,

不能由于封建前期二者并存或名称混淆而 以为中

国从来就没有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的分野和交替
。 ” (《三论 》第 4 80 一 4 81 页 )

《三论 》不仅作了古今比较
,

即将汉代与魏晋进行比较
,

分辨二者的不同
,

而且还作了南北

的比较
,

指出永嘉乱后
,

南北又分裂
,

那时南北历史的发展进程遂在某些方面发生相 当重要的

差异
。

《三论 》指出
: “

东晋南朝继承魏吴以来历史发展的进程
,

田园别墅形式的封建大土地所有

制在三吴地区由平地发展到山林川泽
,

国家编户大量以佃客
、

程荫
、

属名等名义成为私属
,

… …

玄学也移植到了江南
,

从面继承了魏晋学风
。

所有这一切使东晋南朝社会的发展遵循着汉魏以

来的 旧轨
,

或者说符合于封建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
, ” “

永嘉乱后北方经历长期的战祸
,

社会生

产和 固有的封建统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… …黄河两岸山险关隘之处坞堡林立
,

这种汉代即 已

出现 的坞堡形式
,

少数族政权看来却视同部落
。 ” 《三论 》还指出

:

北魏均 田制在一定程度上真正

施行
,

至少在一个时期内保证了大量自耕农民的存在
,

而自耕农民在北朝的增多
, “

并不是封建

社会发展的必然
”

(参见《三论 》第 4 81 一 4 83 页 )
。

还有
,

东晋南朝继承着三国西晋的世袭兵制
,

但到南朝后期
,

召募制逐渐推广
,

成为军队的主要建置形式
,

但在北方
,

都是以本族成员为主
,

辅之以服属诸少数族
,

组成禁卫军和军队的主力
。

本族当兵
、

汉人务农
,

实际上是胡汉分流
。

后

来发展到普遍征兵制
, “

基本征发对象是 自耕农
,

均田制下大量自耕农的存在
,

正是北朝征兵制

的基础
。 ”

((( 三论 》第 4 84 页 )再者
, “

南朝商品经济相对发达
” ,

但北朝屡经战祸
, “

商品经济虽有

所恢复
、

发展
,

但水平 尚不足同南朝相比
。 ”

此外
,

作者还将南北学术风 尚作了比较
。

根据上述比

较
,

《三论 》认为
: “

汉末三国时期南北基本上同步进入封建社会
。

永嘉乱后
,

东晋南朝沿承三国

西晋封建社会的发展途辙
。

北方则 由于长期战乱
,

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
,

一批批新来的统治

者原本是半耕半牧于北部边境的少数民族
,

… …这些北族政权
,

特别是统一北方的北魏政权的

统治
,

除了遵用汉魏以来传统以外
,

必然杂用自己所熟悉的模式与风 习
,

如均 田制
、

府兵制即是

典型
。

因而北方社会在恢复生产
,

巩固政权
,

确立秩序的过程中
,

插入了一段并非必然的过程
,

出现了一些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制度形式
,

从而与继承汉末魏晋传统的南朝出现显著的

差异
。 ”

在将唐代与此前历史进行比较时
, 《三论 》指出

: “

随着南北政治上的重归统一和文化上的

融汇交流
,

南北分裂时期出现的种种差异逐渐缩小
。

……唐代经济
、

政治
、

军事以及文化诸方面

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
,

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
。

但这些变化
,

或者说这些

变化 中的最重要部分
,

乃是东晋南朝 的继承
,

我们姑且称之为
`

南朝化
’ 。 ”

(《三论 》第 48 6 页 )

“

南朝化
’ ,

表现在
:
(一 )庄 田制的急逮发展

; (二 )募兵制代替了包括府兵与兵募的征兵制
; (三 )

赋役制转变为按户资与按亩征发的两税制
; ( 四 )

“

唐代折纳和与之相关的钱重物轻间题如同南

朝
,

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局限
”

(参见 《三论 》第 48 7 页 一 4 88 页 ) ; (五 )力役制度方面
,

唐

代纳资代役之制上承南北朝而和雇则仅见于南朝
; (六 )唐代政治

、

文化上最活跃的人物是进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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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身者
,

过去士族在经济政治上的特权逐步为进士科所取代
。

进士科最重文学
,

而重视文学正

是南朝的风气 ( 《三论 》第 4 90 页 )
,
(七 )唐代学术风尚的变化也是南朝化的倾向

。 “

唐朝的变化

和对东晋南朝的衔接
,

即唐代的南朝化倾向
,

决非偶然
,

乃是封建社会合乎规律的必然发展
。 ”

但《三论》作者也指出
: “

决不能把唐代发生的变化都归之于继承南朝
。

有一些变化并见于南北

朝
,

比如纳钱或纳庸代役和科举制的萌芽便是
,

又如唐代职官制度的显著变化乃是使职差遣官

的产生
,

这完全是一种新的变化
· ` ·

…至于生活
、

艺术方面
, · ·

一在颇大程度上接受了国内西北
诸民族和国外天竺

、

波斯东传的文化
。

这种被称为
`

胡化
’

的现象大抵起于北朝
。

我们在这里只

是相对而言
,

最足以反映历史发展过程的方面是南朝化或南朝因素
” ((( 三论 》第 49 1 页 )

。

透过这些结论
,

我们发现《三论 》作者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些特点
,

这就是
:
(一 ) 尊重历史 自

身的辩证发展的规律
,

密切注视历史现象与历史事件的源流和演变
;
对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历

史
,

作者很重视基本的历史联系
,

认真考察某一事件在历史上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
,

并用以说

明其来龙去脉
,

这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极好的运用
。

(二 )具体分析与整体研究 (或者说微观研究

与宏观考察 )以及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在《三论 》中得到了极好的体现
。

对每一问题的研究
,

从大处着眼
,

从具体入手
,

通过具体研究而洞悉整个时代和制度变化的脉搏
。

如对魏晋 时期
“

客
” 、 “

部曲
” 、 “

工匠
” 、 “

兵士
”

身份的研究
,

说明封建制的一些基本特征及与奴隶制的区别
,

从

而将古史分期建立在扎实的历史材料的基础上
,

避免了空泛之论
。

(三 ) 充分运用比较研究的方

法
,

即不仅进行古今比较
、

南北比较
,

甚至进行东西方历史 比较
。

有 比较才有鉴别
。

于是
,

我们

明了两汉与魏晋的差别
,

对魏晋封建说有了较系统透彻的了解
。

又如对南北方经济
、

社会
、

军

事
、

文化的 比较
,

对唐代与南朝
、

南北朝的比较
,

对东西方封建经济形 态的 比较研究
,

均有助于

我们认识各种历史现象的异同及其规律性问题
。

当然
,

没有善于科学地揭示历史的本质和发展

规律的才能
,

没有深厚的学术功力
,

是难以及此的
。

(四 )我们每了解作者的一个观点
,

都不能不

感到作者学风谨严
、

实事求是
。

在研究每一问题时
,

作者都广搜博览
,

详尽占有资料
,

去粗取精
,

去伪存真
,

力求每一结论有充分的根据
。

《三论 》内容涉及中国三至九世纪人口结构
、

土地制度
、

赋役制度
、

商品经济
、

劳动者身份
、

政治制度
、

科举制度
、

军事制度及学术思想
。

作者在这些领域

纵横驰骋
,

融会贯通
,

几乎将每一专题研究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
,

充分显示了作者学识渊博
、

目

光敏锐
、

勇于探索的精神
。

这些都是值得学界同仁学习的
。

说到《三论 》作者的治学精神
,

我们不能不向读者介绍作者在本书
“
后记

”
中写的一些话

,

那

是感人至深的
,

也是后辈史学工作者应发扬光大的
。

我们通过
“

后记
”
了解到

:

唐先生 1 9 8 8 年

(时已是 77 岁高龄 )开始撰写本书时 已经
“

视力 日衰
,

连阅读大字木刻本也非常困难
” , “
书写就

更不易了
。 ” “ 1 9 8 9 年冬老妻去世

, 1 9 9 0 年胃病动手术
” ,

在老病交加
、

痛失亲人的情 况下
,

先生
“

曾几次考虑搁笔
,

但终于鼓起勇气
,

至 1 9 9 1 年底完成初稿
。 ” “

初稿完成后
,

曾请周一 良
、

王思

治二位同志审阅
,

张泽咸
、

黄惠贤二位同志校订
” ,

最后
,

又据审订者的意见再作修订后
,

才交出

版社 出版
。

这就是《三论 》作者不屈不挠地探索历史真理
、

揭示历史规律的精神
,

是严谨治学的

学风
,

也是《三论 》达到如此之高学术水平的根本原因所在
。

正如唐先生早年的论著曾为建国初期 中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起了拓荒性的作用一

样
, 《三论 》这部优秀的学术专著的出版

,

对新时期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史研

究将起到奠基和引路的作用
,

有力地推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和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进一步蓬勃

发展
,

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
。

(贵任编辑 吴友法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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